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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土耳其共和国的语境中，革命与变革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即“inklap”。本文中“土耳其革命与变革”对应的就是

“Türk inklab”。1925 年 11 月 5 日，在安卡拉法学院的开校典礼上，土耳其国父凯末尔阐释了其对“Türk inklab”的认识。他说，

“Türk inklab”除了其首先所内涵的政治革命 ( ihtilal) 之意，还表示一种比那更广泛的变革 ( ondan daha vasi bir tahavvülü) ，尤其是

要改变千百年来落后的政治形式和人民心智。要改变人们建立社会联系的方式，即从宗教和教派联系转变为 ［土耳其］ 民族的团结，

为了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斗争中谋生存和强大，就必须接受“当代文明” ( muasr medeniyet) ，这就要求所有的变革必须根据“具体

的、现世的需要” ( somut dünyevi ihtiyalar) 进行。这里凯末尔强调的政治革命就是打败外敌入侵的独立战争，所谓新政治形式就是

共和制，民族团结就是民族主义，最后他说的则是世俗主义。Atatürk’ün Sylev ve Demeleri II，5． bsk．，Ankara: Türk Inklap Tarihi

Enstitüsü Yaynlar，1997，p. 249．

② 在遵循这一图式的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伯纳德·刘易斯 ( Bernard Lewis，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2nd edi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 刘易斯: 《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2 年) 。在刘易斯之后则

为荷兰莱顿大学的许理和教授 ( Erik Jan Zürcher，Turkey: A Modern History，I. B. Tauris ＆ Co Ltd Publishers。该书第 1 版出版于 1993

年，最新版是第 4 版，出版于 2017 年，内容有较大增减) 。关于土耳其官方史学的讨论，参见昝涛: 《意识形态与历史学———浅析土

耳其现代史研究的几种范式》，载《北大史学》第 12 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 昝涛: 《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 世

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年，第 413－450 页。

③ 昝 涛: 《土 耳 其 革 命 史 三 题: 国 际 法、领 袖 与 帝 国》， 澎 湃 新 闻·上 海 书 评， https: / /baijiahao. baidu. com /s? id =

1589439281289760902＆wfr = spider＆for =pc，2018 年 1 月 13 日。

全球史视野下的土耳其革命与变革
———以民族主义、独立革命与世俗化为例

昝 涛

(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 土耳其的革命与变革通常被视为一连串与民族国家有关的故事，这种视角并非错误，但不全面。
若以全球史视野审视土耳其的革命与变革，其思想来源的多样性、内外因素的互动、超出自身范围的影响，

等等，都将得以被重新聚焦和评价。此外，上述历史过程的发生也往往是在更大的、具有全球性的世界历史

结构中进行的，且不说现代性从欧洲向世界传播的过程对近代土耳其的改造，单是十月革命所造成的新世界

权力结构，就可以使对土耳其革命的解释具有重要的全球性维度。哈里发问题与伊斯兰教、民族主义和世俗

化的关系，更是考察土耳其的变革与更广大的穆斯林世界之关系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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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史上，20 世纪前期的土耳其革命与变革① 占有重要地位。对此，已有研究多是从奥斯曼

帝国向现代土耳其共和国转型的角度予以阐述。无论是革命史叙事，还是现代化范式，主要是以民族

国家为中心②，其背后往往隐含着某种东方主义或民族主义的预设③，即土耳其的转型就是土耳其人

的事，奥斯曼帝国只是土耳其人做主的国家，只有土耳其共和国是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尽管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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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为残缺的意义上。① 土耳其共和国的官方历史书写，主要是站在胜利的民族主义立场拒斥奥斯曼帝

国的历史遗产②，意在使共和国的“现代性”合理化与正当化。③

所谓“土耳其革命与改革”，指的是 20 世纪前半期由“青年土耳其人” ( young Turks) 所主导的

历史进程。这里的“青年”一词用小写，系沿用荷兰籍学者许理和关于 “青年土耳其人”的历史分

期说，即在广义上使用“青年土耳其人”这个概念，强调在狭义的 “青年土耳其党人”和凯末尔党

人 ( Kemalists) 之间存在历史延续性。④ 本文是要将“青年土耳其人 ( young Turks) ”的某些重要政

治思想与实践放在全球史视野下进行概括性讨论。
全球史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史学范式。尤其是随着全球化在世界历史中的展开，人们对超越近代民

族国家范畴的运动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对其意义的认识也更加明确了。作为一场史学范式的革新，

全球史的流行也是历史学走向大众，并应对更为广阔的时代性、人民性的需求之表现。全球史运动始

于教学领域，并已向研究领域推进。并不是说以往的历史学家们没有利用和注意到这个维度，而是

说，相比于当下，以往的历史著述更多地不是在自觉的意义上，而是在自发的、偶然的意义上运用了

某种全球史的视野。全球史成为一种新范式，部分地归于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以及史学受众本身的

视野和需求的变化。⑤

全球史是一种方法或视角。⑥ 借助全球史视角的启示，本文将粗浅地探讨某种不同于以民族国家

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即尝试将 20 世纪前期的土耳其革命与变革置于某种全球视野下进行考察。这么

做，并不是要与以民族国家为框架的历史叙事进行抗辩，毋宁说，它是对以往的叙事 /研究范式的某

种补充。再者，以往的研究也并不是完全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进行的，毕竟有一些问题天然地就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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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林佳世子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参见林佳世子 『オスマン帝国 500 年の平和』東京: 講談社、2016、13－24 頁。该

书突出了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属性，但未过多探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奥斯曼帝国史。土耳其史学家伊尔拜·奥泰勒所著《奥斯曼

帝国最漫长的百年》，视野宽广，在很多方面突破了以土耳其为中心探讨奥斯曼帝国转型的传统思路，借助多语种史料分析了不同语

境和结构下奥斯曼帝国的近代问题。 lber Ortayl，mparatorlu un En Uzun Yüzyl，Istanbul: Kronik Kitap，2018.
当代土耳其的主流观念已有所变化，强调从自身立场褒扬奥斯曼帝国，在“突厥—伊斯兰一体化” ( Türk－ slam Sentezi) 的

意义上增强土耳其人的历史自豪感，同时带有某种所谓“新奥斯曼主义”的特征。法国学者库珀对“突厥—伊斯兰一体化”做了详

细讨论，参见 tienne Copeaux，Espace et temps de la nation turque: Analyse dune hisoriographie nationaliste，1934－1993，Paris: ditions
CNＲS，1997; Türk Tarih Tezinden Türk－ slam Sentezine，trans. by Ali Berktay，Tarih Vakfi Yurt Yaynlar，1998。对“突厥—伊斯兰一体

化”的简介，参见 Erkan Akin，Omer Karasapan，“The‘Turkish－Islamic Synthesis’，”Middle East Ｒeport，No. 153，Jul. －Aug. ，1988，

p. 18. 关于新奥斯曼主义，参见昝涛: 《从历史角度看土耳其的多边主义战略》，《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 年第 1 期。
土耳其主流史学长期将土耳其共和国视为一个全新的国家，是由土耳其人伟大的救星 ( Halskar)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

图尔克 ( Mustafa Kemal Atatürk) 一手创建的。许理和是对土耳其官方史学发起挑战的重要学者: “在土耳其及国外的历史学家中，有

一种压倒性的倾向，即他们都是通过胜利者即凯末尔的眼睛来审视历史事件特别是政治冲突的。我们应该明白的是，凯末尔主义的

观点是一种党派史观。”参见 Eric J. Zürcher，Political Opposition in the Early Turkish Ｒepublic: The Progressive Ｒepublican Party，1924－
1925，Leiden: E. J. Brill，1991，p. 8。许氏的挑战是通过关注“青年土耳其人”内部的多样性展开的，还有两位日本学者通过关注

东部战线 ( 苏俄、亚美尼亚) 的历史角色，对凯末尔党人的革命史观提出了挑战。参见山内昌之『中東國際關係史研究———トルコ

革命とソビエト·ロシア，1918－1923』東京: 岩波書店、2013; 佐原徹哉『中東民族問題の起源—オスマン帝国とアルメニア人』
東京: 白水社、2014。

许理和就“青年土耳其党人” ( Young Turks) 和“青年土耳其人” ( young Turks，既包括统一党人 ［Unionists］ 又包括凯末

尔党人) 进行了辨析。在《土耳其现代史》的早期版本中，第二部分题为“土耳其历史上的青年土耳其人时代” ( The young Turk Era
in Turkish History) ，该时期包括的时限为 1908—1950 年: “这反映了如下信念: 尽管奥斯曼帝国在 1918 年崩溃，土耳其共和国在

1923 年建立，但在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上，还存在一个极大的延续性。Zürcher，Turkey: A Modern History，I. B. Tauris ＆ Co Ltd Pub-
lishers，1993，p. 4.

近年来，中文学界对全球史的引介颇多，如本特利等著名学者的作品 ( 本特利: 《新全球史: 文明的传承与交流》，魏凤莲

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都对笔者有重要的启发。对本文的思路有直接影响的则是 S. 康德拉的《全球史导论》 ( 陈浩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8 年) 。
实际上，被归为全球史的大部分作品，也都不是以整个“地球”为单位的世界史。



全球性维度。①

本文讨论的重点是与 20 世纪前期的土耳其独立革命、民族主义和世俗化等相关的话题。这些问

题以往主要被视为民族国家的事务。实际上，与革命 /变革相关的问题，并不单纯是孤立的民族国家

的事务，无论就其思想起源、实践历程抑或外部影响来说，它们都有不同程度上超出本地的、内外互

动的复杂因素。以往的研究或多或少也会涉及这些因素，尤其是关于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但鲜有人将

这些问题综合地置于全球史的视野下予以考察和叙述。② 本文既不是就某个问题进行的微观的、具体

的专题研究，也不能面面俱到地讨论土耳其的革命与变革，而是对某些问题进行宏观的、初步的思辨

性讨论，只能说它是一个更宏大的研究课题的提纲。

一、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全球维度

1. 民族主义的外来思想资源

19 世纪以来，土耳其民族主义大致经历了 3 个发展阶段: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 “突厥主义”③，

1920—1980 年代的凯末尔主义阶段，1980 年代至今的 “突厥—伊斯兰一体化”阶段。与本研究有关

的阶段是前两个。
在讨论 20 世纪前期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时，笔者曾专门考察了突厥主义与土耳其史观④的思想与

学术资料之来源，主要是将其作为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历史背景来处理的。这样一种处理视角仍然是以

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因而才会将这些外来的东西虚化为历史背景。⑤ 土耳其民族主义具有很深刻的外

来影响因素，这主要表现为外来思想资源与移民的贡献。更重要的是，土耳其人还利用这些外部资

源，用普世主义的话语将自身重构并表述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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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比如近代以来的经济史、国际关系史 ( 尤其是国际组织研究) 、移民史、殖民史、环境史等等，参见 S. 康德拉: 《全球史导

论》，陈浩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8 年，第 7 章。
纳德尔·索拉比可能是例外之一。他关注革命的相互影响，通过讨论 1908 年青年土耳其革命，欲回答“一种全球性的浪潮

是如何在本土的层面上被建设的，而本土的角色又是如何将当地的反抗与全球性浪潮在意识形态、行动和时间上联系起来的”，他注

意到本地角色与全球性模式的联系，认为青年土耳其革命只能置于 20 世纪全球性立宪运动的背景下才能被理解……与外部榜样的联

系，往往会使人把本土的关切用一种普世的语言组织起来。Nader Sohrabi，“Global Waves，Local Actors: What the Young Turks Knew a-
bout Other Ｒevolutions and Why it Mattered，”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2000，pp. 45－79. 另外，列宁可能是更早但从另一

角度认识到这个全球性进程的思想家。在 1913 年的《亚洲的觉醒》一文中，列宁指出: “继俄国 1905 年的运动之后，民主革命席卷

了整个亚洲———席卷了土耳其、波斯、中国……”“世界资本主义和俄国 1905 年的运动终于唤醒了亚洲。几万万受压制的……人民

觉醒过来了，他们走向新生活，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开始，

标志着 20 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列宁全集》第 2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160－161 页。
自 19 世纪下半叶起，一些土耳其知识分子接触到欧洲人所写的关于所谓早期东方突厥人的作品，唤醒了奥斯曼—土耳其知

识精英的某种族裔意识。他们开始反省和质疑: “奥斯曼”这个王朝的名字似乎不代表什么实质内容。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奥斯曼

土耳其的知识分子开始日益从种族 ( rk) 角度关注“土耳其民族” ( Türk milleti) 的历史、传统、习俗、文化与民族意识问题，他们

致力于阅读和书写早期突厥人的历史，以期建立奥斯曼土耳其人与古代突厥部族的联系，最终唤醒土耳其人的民族意识。这是土耳

其民族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即“突厥主义” ( Türkülük) 。参见昝涛: 《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 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

究》，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年，第 143－160 页。
凯末尔主义时代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发展高潮是“土耳其史观” ( Türk Tarih Tezi) ，有学者将其概括为: ( 1) 土耳其人是圆头

颅的白种人，白种人的故乡是中亚。( 2) 文明的摇篮是土耳其人的故乡———中亚。 ( 3) 由于各种原因，土耳其人自中亚迁徙后，把

文明传给了全世界。( 4) 安纳托利亚的最初土著即土耳其人，故土耳其人就是这里的原本主人。 ( 5) 必须研究土耳其人对伊斯兰文

明的贡献。( 6) 必须搞清奥斯曼国家形成的真相。Ｒamazan Tosun，“Atatürkün Türk Tarih Tezi，”Ata Dergisi，Seluk niversitesi Atatürk
lkeleri ve nklap Tarihi Ara爧trma ve Uygulama Merkezi，No. 10，Konya－2002，pp. 231－234.

昝涛: 《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 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年，第 2 章。
菲利克斯·格罗斯强调，现代民族主义思潮是作为自由民主哲学之一部分出现于启蒙运动中的，同样也是作为反对征服和

压迫弱小民族的哲学而出现的。它是关于未来和平博爱之人类、和平仁爱之世界的广泛哲学的一部分; 世界主义和个人人格至上主

义，从一开始就是现代民族主义至为关键的准则。参见菲利克斯·格罗斯: 《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王建娥、魏

强译，北京: 新华出版社，2003 年，第 88－89 页。



今天，从全球史的视野看来，同样的主题可能会有某种新意。欧洲的东方学主要是学术兴趣，部

分也与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野心纠缠不清。① 对于非西方的民族主义发展来说，源于西方的东

方学资料，成为东方民族主义的养料。② 尽管民族主义总是高扬自我的主体性，但其思想与学术的资

源往往还是西方的，甚至同样也高度依赖源自于西方的 “普遍主义世界观和知识谱系”③。世界范围

内民族主义的发展，无论是其问题意识还是思想 /话语资源，都是某种全球性发展进程的产物。
源于欧洲的 东 方 学 知 识 对 土 耳 其 民 族 主 义 的 发 展 具 有 重 要 影 响。齐 亚·格 卡 尔 普 ( Ziya

Gkalp) ④ 介绍了欧洲思想对突厥主义的影响。其中，尤其以突厥学家们的影响为大，⑤“由于他们工

作的结果，一幅关于土耳其人在亚洲史和欧洲史上扮演的重要角色的新图画出现了，并且为土耳其人

在尚未接受伊斯兰以前的一段模糊不清的历史，找到了新的解释”。⑥

近代以来，非西方社会无论追求独立自主还是现代化，都无法摆脱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思

想文化的影响。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说，东方关于自身和世界的传统知识在西方的优势地位面前丧失

了可信度。短期内，东方自身也无法生产出全新的能够与西方近代知识体系相抗衡的知识或思想，只

能在西方的知识霸权框架下 “戴着脚镣跳舞”，这一状况至今犹然。就土耳其民族主义来说，它的思

想、知识和资料来源，无一不是西方的，奥斯曼土耳其境内的具有突厥元素的、有深度的民族主义思

想，最初还是由一个波兰裔的土耳其人提出来的。⑦ 1848 年革命失败后，波兰人穆斯塔法·杰拉莱丁

( Mustafa Celaleddin，1826—1875) 于 1849 年流亡伊斯坦布尔，后皈依了伊斯兰教。⑧ 杰拉莱丁通晓

多门语言，他在 1860 年代写了一本名为 《古代与现代的突厥人》 ( Les Turcs Ancients et Modernes) 的

书，把土耳其人放在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来考察，力图证明土耳其人和欧洲人均属同一种族，即所谓

“土兰—雅利安系”。这样，对于土耳其人来说，向西方学习就不再意味着从一种文明转向另一种文

明，而只是回归到自身的源头。杰拉莱丁认为，伊斯兰教破坏了土耳其人的文明，故土耳其人必须重

新检视自身的伟大过去。⑨ 杰拉莱丁还提出了拉丁语和拉丁文明起源于突厥人的观点。杰拉莱丁的书

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影响了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瑏瑠 特别是到土耳其共和国时期，杰拉莱丁的理论和

观点被凯末尔党人继承并发展。瑏瑡 杰拉莱丁的后人包括其女婿对共和国早期土耳其民族主义尤其是相

关语言学说的发展贡献良多。瑏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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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萨义德对东方学 /东方主义的具有政治指向的批判，造成了对以语文学见长的欧洲学术的某种外行式偏见。图逸姗教授曾撰

文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参见 senbike Togan，“Türkler Kendi Tarihlerini 爦arkiyatlar Sayesinde  rendi，”NTV Tarih，Haziran 2013，pp. 27－
28。

许宝强、罗永生主编: 《解殖与民族主义》，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年，第 5 页; G. Hossein Ｒazi，“Legitimacy，Ｒeli-
gion and Nationalism in the Middle East，”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Ｒeview，Vol. 84，No. 1，Mar. ，1990。

汪晖: 《去政治化的政治———短 20 世纪的终结与 90 年代》，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年，第 477 页。
齐亚·格卡尔普 ( Ziya Gkalp，1876—1924) ，社会学家、“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理论家、民族主义的鼓吹者。Metin He-

per，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urkey，London: The Scarecrow Press，Inc. ，1994，p. 319.
在格卡尔普看来，“突厥学” ( Türkiyat /Türkoloji) 是西方学者从事的、与古代突厥、匈奴和蒙古等有关的语言学、历史学及

考古学等研究。东方学家们提出，突厥是一个古老的人群，散布于广阔的领域，在不同历史时期创建了重要的国家和文明。Ziya
Gkalp，Türkülü ün Esaslar，Ankara: nklap，2001，pp. 3－4.

刘易斯: 《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 363 页。
lber Ortayl， mparatorlu un En Uzun Yüzyl，Istanbul: Kronik Kitap，2018，p. 75.
Davdid Kushner，The Ｒise of Turkish Nationalism，1876－1908，London: 1977，pp. 7－9.
刘易斯: 《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 363 页。
Yusuf Akura，Türkülü ün Tarihi，Istanbul: Kaynak Yaynlar，2001，p. 36.
Etienne Copeaux，Türk Tarih Tezinden Türk－ slam Sentezine，Tarih Vakfi Yurt Yaynlar，1998，p. 18.
lker Aytürk，“Turkish Linguists against the West: The Origins of Linguistic Nationalism in Atatürks Turkey，”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0，No. 6，Nov. 2004，pp. 8－10.



除了杰拉莱丁，更晚一点的匈牙利①东方学家阿明纽斯·范伯利 ( Arminius Vambery，1832—
1913) 也是一个重要的例子。范伯利是匈牙利的突厥学家，他曾在伊斯坦布尔滞留近 4 年，把突厥学

传播到了奥斯曼帝国，并结交了很多土耳其上层人物与知识分子。② 范伯利也曾与青年土耳其党人过

从甚密，对后者采纳泛突厥主义策略有一定的影响。③

从思想流动及其影响的角度看，对突厥主义和凯末尔主义的民族主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是法国

人莱昂·卡翁 ( Leon Cahun，1841—1900) 。他的作品在 19 世纪末被引进奥斯曼帝国，他的书被认为

是当时“最为流行而且在奥斯曼帝国影响最大、最重要的作品”。④ 卡翁不只是在思想上 “隔空”影

响了土耳其人，在实际生活中，他还曾与 1860 年代留居巴黎的青年奥斯曼人保持友好的接触。
卡翁向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传达了这样的信息: “真正突厥人之精神”在伊斯兰教以外，这一思路

在中亚影响深远。⑤ 对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而言，卡翁的另一个贡献是发展和传播了一个

假说: 在远古时代的中亚，就存在着一个内陆海，沿岸生活着的是史前土兰人，后来这个海干涸了，

土兰人便向世界各地迁徙。⑥ 卡翁的一个推论是: “在雅利安人来到欧洲之前，土兰人早就到达了欧

洲……”“他们和到达东亚正北方的人是同一种族。”⑦ 卡翁传播的这个假说，后来受到了凯末尔及

其御用史学家们的重视，成为支撑“土耳其史观”的重要根据。
从 20 世纪 20 年代末开始，凯末尔党人日益重视土耳其人的种族属性问题，他们首先是被欧洲人

的种族主义思想影响，而后是利用西方的人种学说服务自身。
近代西方人种理论运用了民族学、人类学、医学、生物学等近代知识，种族主义则更进一步以科学

的名义为人种的不平等作辩护。林奈、布丰、孟德斯鸠等人都曾讨论过土耳其人的种族特性。他们引发

的问题是土耳其到底是白种的高加索人还是黄种的蒙古人种。⑧ 在一个白人种族主义日益高涨的时代，

土耳其人将自身与白种人相联系的渴望不难理解。借助于进化论的勃兴及特殊的政治与经济环境，戈比

诺的种族优劣论在整个欧洲都有很大市场。⑨ 这一思想对土耳其人也影响巨大，也就是说，土耳其需

要回应对自身不利的欧洲话语。戈比诺注意到奥斯曼土耳其人逐渐与白种人融合的现象。瑏瑠

直接参与土耳其人的民族主义历史观的是瑞士人类学家毗塔 ( Eugene Pittard) 。瑏瑡 土耳其共和国

的官方历史学家中，最重要的人之一是阿菲特·伊楠 ( Afet nan) ，她与毗塔有非常好的个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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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在 19 世纪的匈牙利流行的一种观点是马札儿人 ( Magyars，匈牙利的主要民族) 与土耳其人属于同一血统; 匈牙利人希望得

到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支持，以便共同应对泛斯拉夫主义的威胁。实际上，在匈牙利，斯拉夫人之前也感受到马札尔化 ( Magyariza-
tion) 的威胁。而欧洲普遍地也有意利用匈牙利、波兰尤其是土耳其人来对抗俄国。关于马札尔人对斯拉夫人的威胁、泛斯拉夫主义

的兴起及影响，参见 Hans Kohn，Pan－Slavism: Its History and Ideology，second edition，New York: Vintage Books，1960，p. 16，pp. 198
－199; Astrid S. Tuminez，Ｒussian Nationalism since 1856，New York: Ｒ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0，chapter 3。关于泛斯拉夫主

义对巴尔干地区的影响，参见 lber Ortayl， mparatorlu un En Uzun Yüzyl，Istanbul: Kronik Kitap，2018，p. 78。
Yusuf Akura，Türkülü ün Tarihi，Istanbul: Kaynak Yaynlar，2001，p. 41.
范伯利后来收回了自己说法，认为泛突厥主义只是一种妄想。Jacob M. Landau，Pan－Turkism: From Irredentism to Cooperation，

London: Hurst ＆ Company，1995，p. 2.
卡翁在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e lAsie 中把突厥人说成世界的征服者，是最伟大帝国的建立者，认为成吉思汗是突厥人 ( 这种

看法使包括纳末克·凯末尔在内的青年奥斯曼人感到震惊) 。该书的奥斯曼文译本出版于 1899 年。Taner Timur，Osmanl Kimli i，An-
kara: mge Kitabevi，2000，p. 156.

Taner Timur，Osmanl Kimli i，Ankara: mge Kitabevi，2000，pp. 156－158.
Etienne Copeaux，Türk Tarih Tezinden Türk－ slam Sentezine，Tarih Vakfi Yurt Yaynlar，1998，p. 18.
转引自 Etienne Copeaux，Türk Tarih Tezinden Türk－ slam Sentezine，Tarih Vakfi Yurt Yaynlar，1998，p. 18。
戴裔煊: 《西方民族学史》，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 28－30 页; Taner Timur，Osmanl Kimli i，Ankara:

mge Kitabevi，2000，p. 143.
Paul A. Fortier，“Gobineau and German Ｒacism，”Comparative Literature，Vol. 19，No. 4，Autumn，1967，pp. 341－350.
在这个问题上，戈比诺还依靠数据作了推测。根据他的说法，在 4 个世纪里，在奥斯曼帝国的人口中，土耳其人不超过 1200

万。与此相对，有 50 万基督徒的家族首领皈依了伊斯兰教。据此，他解释了种族融合的紧密程度。Taner Timur，Osmanl Kimli i，Anka-
ra: mge Kitabevi，2000，p. 150.

Taner Timur，Osmanl Kimli i，Ankara: mge Kitabevi，2000，p. 145.



伊楠在 20 世纪 30 年代曾赴日内瓦大学学习，并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其导师就是毗塔。①

毗塔非常重视圆头颅人，他相信新石器革命是圆头颅人的创造。他认为，生活于亚洲的土耳其人

是圆头颅人。② 毗塔在 1924 年提出要研究新土耳其共和国的种族起源问题。在 1937 年召开的第二届

土耳其历史大会上，毗塔作为荣誉主席出席。在向历史大会提交的报告中，毗塔暗示，后来入侵安纳

托利亚地区的人 ( 也就是突厥人) 与这里的原住民可能属于同一人种。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毗塔

把自己的结论仅看作一个假说。然而，凯末尔主义历史学家“武断地使其变成了真理”。③

西方人的种族主义论述，不是一种偶然的历史反常，是整个西方所发展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它

诞生于欧洲，在欧洲广泛传播，并进而影响到世界其他地区。在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论述中，或多或

少都有种族因素的存在。种族理论也影响到了土耳其人。但在 20 世纪初以前，种族因素在土耳其民

族主义中并不明显。有学者指出，土耳其民族主义对种族因素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日俄战争的

影响，日本的胜利使土耳其的知识分子更加关注种族问题和突厥人的历史。因为在当时流行的西方种

族理论中，土耳其人和其他亚洲人被置于种族金字塔的底部。④ 尽管奥斯曼知识分子从未将自己视为

黄种人，甚至长期认为自己在文明上更接近于欧洲而非亚洲，但在 19 世纪末期之后，奥斯曼土耳其

人更多地将自己归于东方文明的一部分，在命运上与东南亚和东亚的有色人种 “同病相怜”。⑤

到凯末尔时代，在土耳其官方民族主义表述中，土耳其人及其 “祖先”被肯定地说成白种人。
这种主张受到了西方学说的影响，甚至直接把在西方还是假说的东西拿来当论据。在这个时代，西方

生产的知识得到了充分利用。土耳其民族主义中具有鲜明的西方因素，这既是由于民族 /种族主义源

于西方，也是因为强势的西方设定了当时包括土耳其人在内的非西方思想的向度。不只是在知识上接

受，比如凯末尔本人就花大量时间阅读和吸收不同西方学者的作品。东方的民族主义者还直接向西方

学习，比如伊楠就是被国父凯末尔专门派遣到欧洲学习历史学的。
此外，语言作为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载体，也在土耳其民族主义中占有重要分量。土耳其语言学家

极力挑战西方语言学的一些结论，即在 19 世纪的等级化的语言分类中，土耳其人所讲的语言要么定

义不清，要么就不被认为是一种 “高级”文明的语言。这对土耳其人是一个大的刺激，除了努力提

升土耳其语言的地位，1930 年代的土耳其语言学家们还更进一步提出了所谓 “太阳语言学说”，力图

论证某种原初意义上的突厥语是所有人类语言的起点，当然土耳其语言学家内心中最重要的竞争对手

其实是“印—欧语”。为了使这一学说更具权威性，他们还请来数十位西方语言学同行来为其 “背

书”，可惜并未获得普遍承认。⑥

跟土耳其史观一样，“太阳语言学说”提出的背景和目标，并非为了论证土耳其种族相对于其他

人的优越性，土耳其人是在一种被歧视感中提出这些理论的。在当时的国际情境下，他们急于能够在

西方人垄断的理论中获得话语权。土耳其人不是闭门造车，也不是在闭关锁国的条件下为了在国内民

众中营造某种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与此相反，土耳其学者广泛地援引对自己有利的某些西方学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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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Soner a aptay，“Otuzlarda Türk Milliyetili inde Irk，Dil ve Etnisite，” in Modern Türkiyede Siyas Dü爧ünce，Cilt 4，Milliyetilik，

stanbul: leti爧im Yaynclk A. 爦. ，2002，pp. 246－247.
Taner Timur，Osmanl Kimli i，Ankara: mge Kitabevi，2000，pp. 145－146.
Taner Timur，Osmanl Kimli i，Ankara: mge Kitabevi，2000，p. 171.
艾哈迈德·库鲁、阿尔弗雷德·史蒂本编: 《土耳其化的伊斯兰》，林佑柔译，新北: 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第

115 页。关于日俄战争对穆斯林世界尤其是阿拉伯人的影响，参见白井朗 『マルクス主義と民族理論—社会主義の挫折と再生』東京:

社会評論社、2009、16－19 頁。关于日俄战争对非西方世界尤其是奥斯曼知识分子的影响，参见 Cemil Aydin，The Politics of Anti－Western-
ism in Asia: Visions of World Order in Pan－Islamic and Pan－Asian Thought，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chapter 4。

Cemil Aydin，The Politics of Anti－Westernism in Asia: Visions of World Order in Pan－Islamic and Pan－Asian Thought，New York: Co-
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chapter 4.

lker Aytürk，“Turkish Linguists against the West: The Origins of Linguistic Nationalism in Atatürks Turkey，”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0，No. 6，Nov. 2004，pp. 1－25.



观点或假说，为自己披上科学的外衣，而他们对话的对象是西方的同行，迫切地希望西方人能够承认

他们这一套新理论、新提法。土耳其人的目标是平和的，不是进攻性的: 无非希望对内提高土耳其人

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对外提升土耳其民族的历史地位，能够与欧洲民族平起平坐，被接

纳为“当代文明”世界的一员。从全球史的角度看，土耳其民族主义具有颇为鲜明的与世界 ( 主要

是西方) 对话的特征，其视野、方法和目标皆有开放性。
2. 外国人与移民的影响

移民史是全球史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杰拉莱丁可以说是某种特殊背景下跨境移民影响土耳其民

族主义的较早案例。实际上，从杰拉莱丁开始，移民一直就是影响土耳其民族主义的重要力量。当

然，杰拉莱丁这类知识精英的影响主要还是体现在思想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探讨土耳其民族主义的

全球史，就不能只看到人的流动，可能更为重要的还是思想的流动。在近代社会，跨境的思想流动主

要体现为出版物的传播和翻译。笔者以往讨论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思想和学术来源时，所侧重的主要就

是思想的流动这一面。① 这与大卫·阿米蒂奇讨论美国《独立宣言》的全球史②有一定的相似性，不

过，与阿米蒂奇教授仅聚焦于文本不同，笔者既关注了文本本身，也注意到文本的载体 ( 出版物和

人) 流动的过程。
除了前述例子，在土耳其民族教育的建立和现代化方面，西方人也做出了直接的重要贡献。除了

毗塔这类国际学者的角色之外，③ 在纳粹德国造成的全球性危机中，一批优秀的德国知识分子流亡到

土耳其，为土耳其的教育和科学发展，包括民族主义教育都贡献颇多。据估计，这样的人有近千人，

经济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城市规划专家、语言学家等等，爱因斯坦也接受了理论物理的讲席，但

因为不想承担教学任务而未能成行。这些优秀的专家所具有的正是建设新兴的土耳其共和国所急需的

专业知识。在不到 10 年时间里，他们就使新建的伊斯坦布尔大学的一些专业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准。④

从民族主义在文化领域中的传播和落实角度说，一些外国专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 1935 年

考入安卡拉大学语言历史地理学院、后来成为土耳其著名历史学家的哈利勒·伊纳尔哲克教授回忆，

凯末尔主导创立的该学院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学院，而是为了从学术上验证土耳其史观提出的观点。⑤

伊纳尔哲克教授还提到，凯末尔本人也经常参加安卡拉大学语史地学院的活动。当时的幸运是，安卡

拉大学在不断地邀请逃离希特勒统治的犹太裔和左翼的德国学者。其中有古代史大家本诺·兰德斯伯

格 ( Benno Landsberger，1890—1968) ⑥、考古学家汉斯·圭特博克 ( Hans Güterbock，1908—2000)

以及印度学家瓦尔特·鲁本 ( Walther Ｒuben，1899—1982) 、突厥学家卡尔·孟格斯 ( Karl Menges，
1908—1999) 等等。还有创立了汉学系的德国汉学家艾伯华 ( Wolfram Eberhard，1901—1989) ⑦，汉

学的发展是为了直接服务与突厥有关的研究。被认为是土耳其人祖先的赫梯人的遗址，其发掘也是在

国外考古学家的主持下进行的，并得到了以凯末尔为首的国家领导人的直接支持。当然，这些科学和

学术活动都服务于土耳其民族主义。这样一个特殊的西方人群体的存在，不只是为土耳其各方面的发

展做出了贡献，也丰富了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的日常生活，为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带来了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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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限于篇幅，笔者不能详细展开，有兴趣者可参见昝涛: 《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 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年，第 7 章。
大卫·阿米蒂奇: 《独立宣言: 一种全球史》，孙岳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4 年。
在第二届土耳其历史大会上，A、B 两个分会场各有 6 名荣誉主席，都是外籍学者。在大会的总名单中，伊斯坦布尔外国学

校的代表有 9 人; 外国专家学者代表竟有 40 人之多。笔者据大会记录 ( Türk Tarih Kurumu， kinci Türk Tarih Kongresi， stanbul，20－25
Eylül 1937，Istanbul: Kenan Matbaas，1943) 统计。

Norman Stone，Turkey: A Short History，London: Thames ＆ Hudson，2017，pp. 11－12.
Emine aykara，Tarihilerin Kutbu: Halil nalck Kitab，Istanbul: Türkiye 爧 Bankas Kültür Yaynlar，2005，p. 53.
德国著名的亚述学家。
Emine aykara，Tarihilerin Kutbu: Halil nalck Kitab，Istanbul: Türkiye 爧 Bankas Kültür Yaynlar，2005，p. 71.



这种情况也表明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平和与开放特征。①

除了西方的思想和西方移民对土耳其的影响之外，更重要的一个移民群体是穆斯林。在以往的研

究中，笔者重视阿克楚拉这样的来自俄国鞑靼地区的穆斯林知识精英。有关奥斯曼与俄国之间的跨境

移民的研究，更详细地勾勒出这批知识分子的跨境活动和影响。可以说，来自奥斯曼帝国境外的讲突

厥语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对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②

大量穆斯林向奥斯曼帝国腹地的移民对土耳其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奥斯曼帝国本是一个人口结

构多元的帝国。但随着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基督教领地的丧失③，帝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④，

非穆斯林人口迅速流失，这相应地使帝国的穆斯林人口增多。贾斯汀·麦卡锡指出，1821—1922 年

间，超过 500 万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被驱离自己的家园，死于战乱、饥荒或疾病者则还有 550 万

人。⑤ 同时，随着非穆斯林势力在巴尔干、克里米亚、伏尔加流域以及中亚地区的发展与扩张，当地

越来越多穆斯林被迫移民到奥斯曼帝国。根据凯末尔·卡尔帕特的估计，1856—1914 年间，超过 700
万穆斯林移民来到安纳托利亚。⑥ 在奥斯曼帝国，穆斯林移民可以非常方便地获得公民权，甚至连来

源国的护照等资料都不查问，这也是各地穆斯林愿意移民而来的原因之一。⑦ 大量穆斯林移民的到

来，加上非穆斯林人口的流失，使得奥斯曼帝国开始成为一个真正的穆斯林占绝对优势的国家⑧，这

是 19 世纪末期奥斯曼帝国政府推行泛伊斯兰主义的重要前提之一。与此同时，如后文将指出的，安

纳托利亚成为穆斯林占绝对优势的领土，有利于一战后土耳其的民族独立战争利用伊斯兰 /穆斯林认

同进行动员并自建合法性，包括打出捍卫哈里发的旗号以及发动 “圣战”等。
青年土耳其党人掌政后，日益重视推行土耳其化。1911 年 10 月通过的“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决

议中说: “其他民族可以保持其宗教，但不能保留自己的语言。土耳其语的普及是确保伊斯兰教优势

和同化其他因素的主权手段之一。” “必须提高来自高加索和中亚的移民的地位，为他们找到土地，

要阻止基督教徒获得不动产。”1916 年，青年土耳其政府颁布了语言法，规定商号的账册和来往函件

必须使用土耳其文，他们还企图把土耳其语强加给阿拉伯人、阿尔巴尼亚人以及其他的非土耳其的穆

斯林，例如，在阿拉伯地区的火车票也不再用阿拉伯语印刷了，一律用土耳其语和德语。在安纳托利

亚，青年土耳其党人也着意提高来自讲突厥语地区移民的地位，因为他们被认为与土耳其人属于同一

种族。⑨ 一战期间，发生了对非穆斯林的清洗和迁移，目的是让奥斯曼土耳其成为一个更纯粹的土耳

其国家，统一与进步党人已经开始把民族上的同化作为政策基调，这为凯末尔党人所继承。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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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在凯末尔时代，美国的技术专家们在土耳其的经济和产业发展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参见 Ｒoger
Ｒ. Trask，“The United States and Turkish Nationalism: Investments and Technical Aid during the Atatürk Era，”The Business History Ｒeview，

Vol. 38，No. 1，Spring，1964，pp. 58－77。
James H. Meyer，Turks Across Empires: Marketing Muslim Identity in the Ｒussian－Ottoman Borderlands，1856－1914，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p. 36－47; Paul Dumont，“‘Türk Yurduet les musulmans de lEmpire russe，1911－1914，”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Vol. 15，No. 3 /4，Jul. －Dec. ，1974，pp. 315－331.

Bruce Clark，Twice a Stranger: How Mass Expulsion Forged Modern Greece and Turkey，London: Granta Books，2006，p. 6.
在 16 世纪之前，奥斯曼帝国的人口中基督徒占多数，到 16 世纪初奥斯曼人征服了阿拉伯地区之后，帝国境内的基督徒和穆

斯林人口几乎各占一半。关于 16 世纪奥斯曼帝国的人口数据及其结构，参见 Veli Yadirgi，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Kurds of Turk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p. 79。
Justin McCarthy，Death and Exile: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the Ottoman Muslims，1821－1922，Princeton: Darwin Press，1995.
Kemal Karpat，ed. ，Ottoman Past and Todays Turkey，Leiden: Brill，2000，p. 22.
James H. Meyer，Turks Across Empires: Marketing Muslim Identity in the Ｒussian－Ottoman Borderland，1856－1914，Oxford，2014，p. 30.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奥斯曼帝国的人口中，穆斯林的比例已经达到了约 80%，Bruce Clark，Twice a Stranger: How Mass

Expulsion Forged Modern Greece and Turkey，London: Granta Books，2006，p. 13。
昝涛: 《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 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年，第 161－164 页。
关于对亚美尼亚人的大规模流放，参见佐原徹哉『中東民族問題の起源—オスマン帝国とアルメニア人』東京: 白水社、

2014、10－15 頁; Soner a aptay，Islam，Secularism，and Nationalism in Modern Turkey: Who is a Turk? London and New York: Ｒoutledge，

2006，p. 9。



1913 年，在今天土耳其的领土内有 15 324 000 人。① 而 1923 年时土耳其的总人口约 1200 万，②

除了战争死亡外，非穆斯林人口的进一步流失是一个重要原因。一战后尤其是经过 1923—1924 年的

土耳其与希腊人口大交换③，土耳其的穆斯林人口比例已经从原来的 80%上升为大约 96%。④ 在 19
世纪晚期到 20 世纪初期，有 500 万穆斯林移民来到奥斯曼帝国。⑤ 到 1882 年时，在安纳托利亚，移

民及其后代已占当地总人口的 42%。⑥ 这么看，土耳其所继承的领土主体上，移民因素占有相当大的

比重。在这个意义上，20 世纪初期的土耳其也是一个移民国家，来自高加索、中亚、克里米亚、巴

尔干的各地穆斯林及其后代在这里定居的时间都还不长。
移民在土耳其领土上的融合与同化较为顺利。到 1914 年，奥斯曼领土上不讲土耳其语的人多于

讲土耳其语的人。⑦ 但到 1920 年代，还讲自己母语的穆斯林在土耳其已经很少了。⑧ 土耳其学者指

出，与希腊没有接纳移民或难民的经验不同，奥斯曼土耳其到建国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难民和移民安

置的经验，有利于促进移民间的融合。⑨ 加上穆斯林移民切断了其与故乡的文化和社会联系，置身于

信奉伊斯兰教、讲土耳其语的穆斯林之中，移民较容易被同化。共同的穆斯林身份和大量共享的奥斯

曼元素，方便了安纳托利亚地区主体人口的融合，有利于新生的共和国推动土耳其民族主义。可以

说，我们的研究时段内，穆斯林移民是土耳其民族主义实践过程中重要的维度。人口结构的变化与土

耳其民族主义的走向是一致的。在全球史的视野下，穆斯林人口的跨国流动，尤其是巴尔干与帝俄领

土上的穆斯林迁徙，成为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变量。

二、国际视野下的土耳其独立革命

历史的发展往往不是单线而是复线的。土耳其的独立革命，无论从缘起、进程还是影响的角度来

说，都具有全球性与国际性。作为一场民族解放运动的土耳其革命，它同时也是在新的世界形势下发

生的，这个新的世界形势对土耳其革命的进程具有结构性影响。土耳其的精英们能够取得成功，部分

也是因为他们精明地认识和把握了这个新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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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Turan Akkoyun，Cumhuriyetin Ba爧larnda Nüfus Siyaseti ve Bekarlk Vergisi Te爧ebbüsleri，Afyonkarahisar: Kümbet Yaynlar，2013，

p. 12.
Veli Yadirgi，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Kurds of Turke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p. 174; 到 1927 年时，

增长到了 13 648 270 人，参见 Turan Akkoyun，Cumhuriyet’ in Ba爧larnda Nüfus Siyaseti ve Bekarlk Vergisi Te爧ebbüsleri，Afyonkarahisar:
Kümbet Yaynlar，2013，p. 29。

人口交换的协议由希腊和土耳其签订于 1923 年 1 月，涉及 100 多万希腊东正教徒由小亚细亚迁至希腊，38 万穆斯林则离开

希腊到土耳其，如果加上黑海沿岸与东色雷斯的希腊难民以及从巴尔干其他地方逃走的穆斯林，难民总数接近 200 万人。马克·马佐

尔: 《巴尔干———被误解的“欧洲火药库”》，刘会梁译，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2007 年，第 121 页。按照土耳其历史学家伊尔拜·
奥泰勒的较新说法，在人口交换过程中，有 150 万安纳托利亚人口移居海对岸，有 50 万人从希腊来到土耳其。 lber Ortayl， “Her
Mübadele Bir Yarardr， zi Kalr，”http: / /www. hurriyet. com. tr /yazarlar / ilber－ortayli /her－mubadele－bir－yaradir－izi－kalir－40568075.

Bruce Clark，Twice a Stranger: How Mass Expulsion Forged Modern Greece and Turkey，London: Granta Books，2006，p. 13.
相关数 据 见 Kemal H. Karpat，Ottoman Population，1830 － 1914，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5; James

H. Meyer，Turks across Empires: Marketing Muslim Identity in the Ｒussian－Ottoman Borderland，1856－1914，Oxford，2014，p. 21。
Kemal Karpat，ed. ，Ottoman Past and Todays Turkey，Leiden: Brill，2000，p. 22.
Turan Akkoyun，Cumhuriyetin Ba爧larnda Nüfus Siyaseti ve Bekarlk Vergisi Te爧ebbüsleri，Afyonkarahisar: Kümbet Yaynlar，2013，

p. 12.
Soner a aptay，Islam，Secularism，and Nationalism in Modern Turkey: Who is a Turk?，London and New York: Ｒoutledge，2006，

p. 16.
“由于我们惯于接收难民，我们解决问题比希腊更快。得亏有来自鲁梅利、高加索、克里米亚和俄国的移民，我们不仅没有

出现严重的社会危机，还出现了我们所说的‘通婚’ ( i evcilikler) 现象，移民与当地人结亲成家，使安纳托利亚受益良多。” lber
Ortayl， “Her Mübadele Bir Yarardr， zi Kalr，”http: / /www. hurriyet. com. tr /yazarlar / ilber－ortayli /her－mubadele－bir－yaradir－izi－kalir－
40568075.



一战后，胜利的协约国意图瓜分土耳其人的剩余领土。① 受到英国支持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

( 或许也包括库尔德人) 也表现出积极的民族统一或扩张主义倾向。在此亡国灭种之际，土耳其精英

存在两种选择: 一是请求某个大国的帮助②，二是走向土耳其人的民族自决。无论是寻求大国帮助还

是走向民族自决，都有很突出的国际因素和全球语境。
1. 关于寻求美国托管的问题

笔者曾专门研究一战后土耳其人寻求美国托管 ( Amerika mandas) 的问题，③ 此处不再赘述细

节。需要强调的是，土耳其寻求一个大国的托管，这反映出在奥斯曼帝国崩溃的时刻土耳其的政治精

英是多么无助，他们也竭力在一个广阔的世界背景下寻找出路。
土耳其人首先想到的是寻求英国的保护，“理想的情况是: 英国成为奥斯曼哈里发的保护国，英

国向奥斯曼苏丹保证，给土耳其人 ( 农民) 在安纳托利亚一小块土地”。④ 但英国支持希腊军队于

1919 年 5 月 15 日在伊兹密尔登陆，更不用说早在 1918 年 12 月，英法军队就占领了阿达纳，1919 年

4 月，意大利军队在安塔利亚登陆。
这样，在“四巨头”所代表的协约国核心成员中，就只剩下美国没有占领任何奥斯曼的领土，

美国参议院否决了对亚美尼亚实行委任统治的建议，某些美国活动家也在讨论对土耳其确立委任统治

的合理性问题。⑤ 因此，对有些土耳其人来说，寻求美国的保护就成为唯一可能的选择。另外，美国

人所宣扬的民族自决等原则也是吸引土耳其人的重要原因。1918 年 1 月 8 日，威尔逊提出了其 “十

四点计划”，这对当时已经陷入绝望的土耳其人有很强的吸引力。那些力主被托管的土耳其政治精英

们有一个重要目标———要在完全统一的基础上保留奥斯曼帝国，这些人害怕的是帝国被列强瓜分。他

们还奢望在美国的帮助下实现现代化，土耳其人是以菲律宾作为例子来说服自己接受美国托管的。⑥

从寻求西方大国的托管这个问题可以看出，对于未卜的民族前途和未来而言，各种可能性都是存

在的。寻求托管这个问题的提出，首先有一个重要的国际背景: 1919 年 4 月 28 日巴黎和会通过了国

联宪章，其中规定了建立“委任统治”的原则，即对那些尚不能通过民族自决建立独立国家的领土，

实行国联监控下的“委任统治”制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绝望的土耳其政治精英在思考自身的

未来时，想到去寻求大国的托管，就不是不正常或者叛国的行为，而是某种符合逻辑的选项。更何

况，土耳其人并非没有先例可循，他们将菲律宾解释为一个成功的榜样。这些维度的存在表明，土耳

其人是将自身的计划置于一个全球性的现实和语境中进行思考的。在独立革命胜利后，凯末尔在重述

这一历史时，自然地会去攻击这一设想，并竭力撇清与其的关系。民族解放运动已经取得了胜利，在

民族主义的框架下，寻求托管就成了一个类似于叛国的行为。
2. 苏俄 vs. 英国博弈与土耳其革命⑦

与国际关系有关的问题是天然的全球史话题。如果说寻求托管只是土耳其部分精英在新的国际环

境和全球语境下寻找未来出路的一厢情愿，那么，成为土耳其人的最终实际选项的民族自决运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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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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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瓜分土耳其的具体安排，参见尤金·罗根: 《奥斯曼帝国的衰亡: 一战中东，1914—1920》，王阳阳译，桂林: 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402－403 页。
有土耳其学者概括为 3 种主张: 亲英派、寻求美国托管派与希望得到布尔什维克帮助者。参见 Sadk Albayrak，Cumhuriyete

Do ru Hilafetin Sonu，Istanbul: z Yaynclk，2016，p. 11。
昝涛: 《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 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年，第 196－

208 页。
Niyazi Berkes，The Development of Secularism in Turkey，London: Hurst Company，1998，p. 432.
安·菲·米列尔: 《土耳其现代简明史》，朱贵生、苏苒、王荣宅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 年，第 185－

186 页。
M. K. Atatürk，Nutuk，Istanbul: Milli E itim Basmevi，1973，pp. 7－8，pp. 90－114.
本节的讨论建立在日本学者山内昌之的著作之上。参见山内昌之『中東國際關係史研究———トルコ革命とソビエト·ロシ

ア，1918－1923』東京: 岩波書店、2013。尤见书中第 27、28 章。



并不只是民族主义叙事下的、在英明伟大的领导人指挥下所进行的一场自救那么简单。土耳其的独立

建国并不是源于内战，而是一场多战线的、较小规模的国际战争与外交斗争的结果。①

土耳其独立革命有一个新的大环境，这就是东部的俄罗斯帝国爆发了社会主义的十月革命，进而

出现了苏俄与英国等西方势力之间的冲突和竞争，这对土耳其民族独立革命产生了深远的结构性

影响。
根据山内昌之的研究，英国与帝俄在欧亚大陆长期的大博弈，在十月革命之后，仍然以某种变化

了的形式在继续。涉及土耳其的主要是土东部地区，也就是高加索一带，苏俄视该地为存亡之要冲。
因为高加索紧邻英国控制的中东地区，而英国在这一地区虽有企图，但其准备和意志都不够。比如，

英国支持亚美尼亚人 ( 以及库尔德人) 建立独立国家，但这一支持既不积极也不充分。面对土耳其

人的东进和苏俄及其支持的共产主义力量在当地的发展，英国最终选择了放弃，从而使得土耳其与苏

俄事实上在这一地区达成了默契，各自得到了想要的东西，也就是土耳其得到了相当份额的东部领

土，亚美尼亚等高加索地区国家被纳入苏俄体系之中。
土耳其与苏俄在当地合作瓜分势力范围，本身就有共同对抗英帝国的成分在内。对土耳其民族主

义阵营与苏俄来说，双方的合作与默契主要是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基于有共同的对手，而不是什么

意识形态考虑。② 土耳其和苏俄在高加索一带的领土安排，是土耳其军队与红军所能达成的危险平衡

之结果。土耳其在当地通过成功的军事行动获取的领土得到了协约国的认可，而这本来是他们准备给

亚美尼亚人的地盘。
山内昌之认为，在凯末尔领导下的、具有进取精神的土耳其民族主义精英充分认识到并利用了英

国—苏俄之间的博弈，采取实用主义的政策，竭力使英、俄双方一直处于互疑状态，并坚决地执行了

东进的军事方略。作为促成和执行这一政策的土耳其军事和政治领导人，卡泽姆·卡拉贝基 ( Kazm
Karabekir) 发挥了重要作用。奥斯曼帝国战败后，在欧洲人的支持下，原先被迫害和大量驱逐的亚美

尼亚人野心倍增。卡拉贝基成功地扫除了东部三州的亚美尼亚人势力，并迫使 “亚美尼亚民主共和

国”于 1920 年 12 月签订和约，从而在事实上使《色佛尔条约》失效了，此后 “亚美尼亚民主共和

国”被苏俄红军击溃。卡泽姆·卡拉贝基与苏俄接触，积极介入高加索事务。③ 山内昌之指出，正是

由于卡泽姆·卡拉贝基在东部地区成功的军事和外交行动，促成了土耳其民族主义阵营与苏俄的合

作。如果土耳其方面的东进政策失败，确保土耳其共和国建立的洛桑和平会议就不可能顺利进行并做

出任何决定，因为会有很多的族群问题和领土争议难以解决，包括所谓的摩苏尔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不仅抛弃了其作为亚美尼亚人 ( 以及后来的希腊人) 之保护人的角色，而

且越来越没有信心可以确保其在一战胜利后的利益诉求。
当时，在欧洲没有人能够预想到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列宁党人竟然可以在短时间内重整帝俄的领

土并建立起一个新的苏维埃俄国。这个新的现实对于英法等西欧国家来说，日益成为头等的威胁，④

因而，构筑一个防御苏俄的前线是非常重要的。英法的利益在印度和中东，在这个意义上说，高加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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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西恩·麦克米金: 《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姚志宏译，北京: 中信出版

集团，2018 年，第 19、20 章; Erik J. Zürcher，Turkey: A Modern History，I. B. Tauris ＆ Co Ltd Publishers，2017，chapter 9。
凯末尔在不同场合表达过此类观点，如他说土耳其不会成布尔什维克国家。在为卡泽姆·卡拉贝基辩护时，凯末尔提到，

卡拉贝基与苏俄接触，不是出于什么共产主义或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而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Yusuf Ko and Ali Ko，Tarihi
Gerekler I爧 nda Belgelerle Mustafa Kemal Atatürk，Ankara: Kamu Birlik Hareketi E itim Yaynlar，2005，p. 11，pp. 94－95.

1921 年 3 月 16 日，苏俄与土耳其民族政府签订友好条约，确认了土方与亚美尼亚人的和约。参见佐原徹哉『中東民族問題

の起源—オスマン帝国とアルメニア人』東京: 白水社、2014、17－18 頁。关于土耳其与苏俄在高加索地区 ( 尤其是阿塞拜疆问题

上) 的协作和相互利用之概述，还可参见 Serge A. Zenkovsky，Pan－Turkism and Islam in Ｒussi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pp. 259－265。

安·菲·米列尔: 《土耳其现代简明史》，朱贵生、苏苒、王荣宅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 年，第 193－
194 页。



地区可以算是第一道防线，如果这道防线失守，土耳其潜在地就可能是第二道防线。发展中的土耳其

民族运动，瞅准时机及时东进，积极寻求与苏俄接触，其目的是要打破英国及其盟友对土耳其的孤

立。英国人最初的计划是在东西两个方向上 ( 分别支持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 包围土耳其人。土耳

其人在东部的首先成功使得英国人建立大亚美尼亚的计划破产，从而摧毁了英国人在东部的战略部

署，这同时暴露出英国人控制当地的意志和能力之不足。最典型的 “甩锅”就是英国人把责任推卸

给了亚美尼亚人自己，而当亚美尼亚人力图与苏俄或土耳其人妥协时，英国人又百般阻挠，其目的在

于挑起苏俄与土耳其之间的冲突，从而实现“渔翁得利”。但英国人并未得偿所愿。1922 年，希腊人

在西部安纳托利亚的战败，使得英国人最初的设想彻底破产了。这时，从防堵苏俄的角度来说，土耳

其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亚美尼亚人、希腊人 ( 乃至库尔德人) 就是在这样的结构中被西方列强所利

用的。与此同时，这也是 1923 年的《洛桑条约》承认新土耳其领土范围的重要前提。
3. 苏俄的援助与土耳其革命

与前述的结构性问题相关的是苏俄的援助问题。① 民族主义叙事刻意遮蔽外援，是一个容易理解

的现象。但这一援助对土耳其来说具体有何意义，还需进一步讨论。
应该说，苏俄的援助以及土苏友好关系的达成，是土耳其民族独立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原

因。早在 1920 年 4 月 26 日，凯末尔就以“大国民议会”的名义写信给列宁，建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

社会主义共和国与土耳其建立外交关系，并请求在土耳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给它以援助。②

西恩·麦克米金指出，“根据协约国高级专员预料，劳合·乔治亲希腊的侵略政策已经促成土耳

其民族主义者与莫斯科结成了事实上的同盟关系，凯末尔正在收获他的果实。布尔什维克党向安卡拉

输运黄金的行为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其中包括红军于 1920 年 9 月征服布哈拉后抢掠的好几百金锭;

同时，这些黄金也为凯末尔的军队提供了物质保障。白军在 1920 年 11 月撤出克里米亚后，布尔什维

克党同样感到向安卡拉运送大量武器装备及弹药已经不再危险了。到 1922 年春天，他们已经运送了

大约 37 812 支步枪、324 挺机关枪、近 4. 5 万整箱弹药、66 门大炮和 20 万发炮弹。当凯末尔在 1922
年 4 月获悉协约国的停战条款时，他对莫斯科给予援助很有信心，并请求俄国向他支付一笔 1000 万

卢布的特殊款项以助其在夏天发动攻势”。③

关于苏俄对土耳其援助的更为详细的论述者，还是前苏联历史学家安·菲·米列尔。米列尔不仅

指出了苏俄对土耳其物质援助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他强调了其政治意义:

土耳其对外政策方面最为有利的因素，乃是苏维埃政府所给予基马尔党人的援助。1920 年 6
月 2 日，苏维埃政府在答复大国民议会的呼吁时向安卡拉发出了一封信，其中指出: “它向世界

各国人民伸出了友谊之手，始终忠于自己承认每个民族有自决权的原则。”苏维埃政府指出:

“它兴高采烈地注视着土耳其人民为自己的独立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在土耳其这些艰苦的日子

里，它荣幸地奠定了巩固的友谊基础，而这种友谊一定会把土耳其人民和俄国人民联系在一

起。”苏维埃政府的援助，在土耳其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援助的

意义不仅仅是物质的，而是巨大的道义上的支援，因为这种援助是在土耳其最艰苦的时期，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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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英国和苏俄因素外，法国、意大利也有较大影响。“意大利对希腊在土耳其的利益诉求一直怀有敌意，而法国在 1919—
1920 年的政策却发生了 180 度大转弯。在法军撤出奇里乞亚后，他们甚至将多余的武器和制服交给了土耳其人 ( 包括至少 1 万支步

枪和 500 箱弹药) 。”参见西恩·麦克米金: 《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姚志宏译，北

京: 中信出版集团，2018 年，第 495 页。关于法国和意大利，更早的具体细节参见其第 481－482 页。关于法国对土耳其的态度，还

可参见安·菲·米列尔: 《土耳其现代简明史》，朱贵生、苏苒、王荣宅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 年，第 182－
1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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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恩·麦克米金: 《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姚志宏译，北京: 中信出版集

团，2018 年，第 495 页。



的对外政策处于孤立的时期给予的。①

米列尔指出，1921 年的苏土友好合约，对土耳其不只是物质上的支持，也有国际上的支持。这

个支持对当时孤立的土耳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以至于后来在答议员质询时，凯末尔指出，俄国人是

土耳其真正的朋友。
4. 左派问题与苏俄

苏俄因素的存在也与土耳其左翼政治的发展关系密切。早先，土耳其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具有左

翼性质但包含伊斯兰主义向度的政治势力，其特征是反西方、反帝国主义。以凯末尔为代表的世俗民

族主义者先是利用其对抗来自伊斯坦布尔的哈里发的反革命宣传，在认识到其潜在的政治威胁后，又

将之解散。凯末尔授意其信任的一些人建立了 “土耳其共产党” ( Türkiye Komünist Frkas) ，但该党

并未得到第三国际的承认。主要原因是 1920 年在巴库成立了一个由流亡的土耳其人穆斯塔法·苏布

希领导的真正的共产党。在苏布希的领导下，该党在 6 万被俄国俘虏的土耳其战俘中成功传播了共产

主义思想，其支持者还在安卡拉建立了 “人民联合党” ( Halk 爧tirakiyun Frkas) 。② 苏布希等人回国

后，凯末尔党人最终迫害了他们，但这并没有实质地影响到凯末尔党人与莫斯科之间的合作，这也说

明双方对彼此都具有重要的利益关切。
围绕争取苏俄的支持，土耳其民族主义阵营内部存在竞争关系，尤其是逃亡的恩维尔·帕夏也在

积极活动，力图通过得到苏俄的支持而恢复其在土耳其的领导权，这潜在地构成了对凯末尔的挑

战。③ 但到 1921 年时，随着凯末尔党人的军事力量在东部战场上的进展，苏俄已决定只与凯末尔党

人打交道，从而使恩维尔的幻想破灭了。④

土苏关系并不仅仅是一个双边关系，它也涉及对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对于苏俄方

面来说，从第三国际到社会主义革命在苏俄这一资本主义薄弱环节上的突破，本身既是一个如何推翻

沙皇统治的策略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意识形态问题。列宁和斯大林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压迫理论进

一步发展为民族压迫理论，本身就蕴含了支持帝俄境内以及更大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逻辑。⑤ 对土

耳其的支持，是苏俄在境外的较早实践，对于其在世界其他地区开展工作，具有重要的经验和教训。
从全球史的角度看，凯末尔党人对土耳其左派的态度和行为可能也部分地影响到了中国革命。罗

福惠在论述苏俄 ( 联) 对孙中山的援助既迟又少的原因时，特别谈到了土耳其民族运动的阴影这个

论题。罗文指出，苏俄 ( 联) 对凯末尔革命给予了道义上、物质上的巨大援助，使土耳其民族解放

斗争很快取得胜利，但土耳其并没有对苏俄 ( 联) 一边倒，反而与苏发生高加索的领土争执，并开

始迫害共产党人。这些使得苏共感到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即使成功，也未必一定能把这一运动转变或发

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相反很可能发生分裂。故在 1922—1925 年，苏俄 ( 联) 和共产国际中对援助

孙中山的国民党持谨慎态度，始终担心他会成为凯末尔第二。⑥ 实际上，从本文之前的论述可以看

出，罗文的观点也流于片面，因为苏俄和凯末尔党人的民族主义运动之间本就是相互利用的、基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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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在苏俄和中亚的活动有详细的一手描述，参见 Peter Hopkirk，Setting the East Ablaze: Lenins Dream of an Empire in Asia，London: John
Murray，2006，pp. 154－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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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50.
Adeeb Khalid，Making Uzbekistan: Nation，Empire，and Ｒevolution in the Early USSＲ，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5，

p. 91; 石川祯浩: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79 页; 铁岩主编: 《绝密档案—第一

次国共合作内幕》上，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37、51－52 页。
罗福惠: 《苏俄 ( 联) 对孙中山的援助为何既迟又少? ———兼论土耳其民族运动的阴影》，《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

科学版) 2000 年第 2 期。



益的关系，对于凯末尔党人的诉求和做法，苏俄方面应该是清楚的，很难说他们对凯末尔党人是不是

抱有更高的某种基于意识形态的期待。
5. 穆斯林世界与土耳其革命

在一战中，奥斯曼帝国及其德国盟友，希望能利用哈里发的宗教号召力在全球发动穆斯林的

“圣战”。在当时的印度有 6500 万穆斯林，占总人口的 1 /4，德国情报部门更是希望借此在英属印度

兴风作浪，以在西线牵制英国。英国对此也非常警惕，采取相应措施确保印度穆斯林的效忠: 主要是

利用当地穆斯林宗教领袖，发布抵制奥斯曼苏丹—哈里发的声明，以争取穆斯林的支持。法国也如法

炮制。这些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德国和奥斯曼帝国的 “圣战”号召并非毫无效果，比如，法

军中有些北非士兵受到“圣战”的影响而倒戈，德国针对穆斯林俘虏的 “新月营”也取得了一定成

功，动员了一些穆斯林俘虏加入奥斯曼帝国的 “圣战”。在高加索地区与俄国的对抗中，“圣战”对

当地穆斯林也有一定影响，而奥斯曼军队中的亚美尼亚人则受到俄国宗教煽动的影响。①

奥斯曼帝国的参战尤其是 “圣战”给英属印度的公共秩序造成了威胁，民众分为支持哈里发派

和效忠英国派。之后，奥斯曼帝国战败、协约国尤其是英国的反土耳其政策、哈里发制的空前危机，

更是给伊斯兰世界以巨大的冲击。在土耳其之外，受到最大冲击同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是与土耳其

同属逊尼派—哈乃斐教法学派的印度穆斯林，他们发展的哈里发运动是这股潮流的典型代表。1917
年的全印度穆斯林大会提出，苏丹的世俗权力与哈里发的宗教权力不可分割，对土耳其的瓜分就是对

伊斯兰世界的攻击。②

印度的哈里发运动③ 要穆斯林团结起来支持哈里发。英国的反土耳其政策促使印度教徒和穆斯

林在共同反英的基础上亲近起来，他们与国大党领导人甘地结盟后，实力日益壮大，一方面不断对英

国政府施压，另一方面同情凯末尔党人，给安卡拉的民族主义政府募集捐款 125 000 英镑，以实际行

动支持他们所献身的事业。④ 在土耳其前线的印度兵有时竟 “误射”希腊军队。⑤

米列尔说，安卡拉成了穆斯林心目中的 “第二个麦加”。各国穆斯林派代表来到安卡拉支持土耳

其人的反抗运动。阿富汗国王还给凯末尔写信请求土耳其人派军事使团帮助改组阿富汗军队。阿拉伯

领导人也发表了同情新土耳其事业的声明。连一贯痛恨土耳其人的沙特家族也给土耳其驻也门代表写

信赞扬凯末尔领导的斗争，并称其为“我们大家的保护者”。⑥

穆斯林世界对奥斯曼土耳其人命运的关注，主要是基于某种泛伊斯兰主义的情感，这经常被认为

是非理性的宗教政治，也就是伊斯兰教被政治化的国际表现。⑦ 世界历史上，某种基于共同信仰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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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也并不罕见。况且，在伊斯坦布尔已经岌岌可危的哈里发当时仍然是穆斯林心目中的精神领袖，协

约国进攻伊斯坦布尔的行为，被各地穆斯林视为一种对伊斯兰教的攻击。
但不能因为关注泛伊斯兰主义这一面，而忽视了世界不同地区穆斯林社会的当地议程，而这种本

地议程也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和哈里发政权的危机，加速了全球范围内不同穆斯

林社会本地政治议程的激进化。比如，在印度，保卫哈里发的运动同时被用来激励当地穆斯林的民族

主义。在中亚地区，奥斯曼帝国作为最后一个拥有主权的穆斯林国家的崩溃，使当地的伊斯兰革新运

动 ( 贾迪德运动 / Jadidism) 感到一种空前的危机，他们转而在苏维埃政权那里看到了反对帝国主义

和殖民主义的希望，并将苏维埃政权视为盟友。① 其实，由于前述移民等因素造成了安纳托利亚地区

的普遍穆斯林化，土耳其本地的民族革命也一直是在运用保护和拯救哈里发的 “圣战”作为号召，

并以此积极争取广大穆斯林的同情与支持。②

普世宗教及其组织是全球史关注的重要内容，土耳其独立革命中的伊斯兰因素既是普世宗教情感

的反映，也是宗教被政治利用的问题，同时也是全球性的各地穆斯林纷纷走向民族觉醒的一部分。
6. 土耳其民族独立对中国的影响③

土耳其是较早取得独立的非西方国家，其成就自然会成为其他国家羡慕与效仿的对象。这里仅以

中国为例来谈。土耳其独立战争的胜利，使土耳其在中国声誉鹊起，因为中国正日益陷入军阀混战和

分裂主义，土耳其的独立和现代化可以作为中国的榜样，也有不少的中国先进人士经常拿土耳其做参

照来谈论中国问题。
1920—1930 年代，正是土耳其完成独立革命并在凯末尔领导下进行改革、建设现代国家的时期。

中国人对于凯末尔的崇拜与宣传是不遗余力的，出现了多本 ( 篇) 研究、介绍凯末尔的专著和专文。
土耳其独立革命的胜利令处于军阀割据、列强环伺之中的中国先进人士感到羡慕，甚至萌生了效法和

追随土耳其以谋自强的意念。1922 年，《民国日报》就发表过一篇诗歌 《祝基玛尔将军胜利》，讴歌

凯末尔的丰功伟绩: “世界上的弱小民族，赶速团结起来呦……我们都愿做基玛尔将军底马前卒呦!

弱小民族万岁! 基玛尔将军万岁!”④ 中国以土耳其为榜样时有一个重要认识，即同是弱小民族、同

是东方或亚洲民族以及同是黄种人。
中国知识分子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对土耳其革命和变革保持了密切关注。有一些对土耳其民族

独立艳羡不已的知识分子，表达了对“新土耳其”的敬意。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柳克述写的 《新

土耳其》，他在该书中将凯末尔的改革称为 “现代化”⑤，柳克述还撰写了作为简写版的 《土耳其革

命史》。除了希望以土耳其的独立与变革成就来激励和唤醒中国民众之外，柳克述还表现出一种别样

的世界意识: “然而帝国主义究竟不能万寿无疆，弱小民族亦终有觉醒之日，故在本世纪中，土耳其

曾先后发生两度热烈之革命: 其一在一九〇八年; 又其一则起自一九一九年，以迄于一九二三年土耳

其民主国之成立。”⑥“吾华受国际帝国主义侵略有年，一切一切，均与土耳其有同病; 今土耳其人努

力革命。已能独立自由，反观吾人，何以自处? 诗有之曰: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丁此艰危，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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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新时代之国人其共勉之!”①

出于跟柳克述相似的目的，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投身于对现代土耳其的研究，出版了相当多的论

著②。比如，在 1928 年，程中行编译了《土耳其革命史》一书。程氏在该书的 “译者自序”中说:

“数年以来，国人但知土耳其革命之成功，而不明其成功之所自，国人但忧吾国革命之尚未成功，而

不能通力协赞成功之原则。是书本旨，虽在铺陈土耳其革命之事迹，而国人读是书者，不可不于其成

败之点，反复三致意焉。”③ 这种观点在当时很有代表性，限于篇幅，余不赘述。
仅从中国精英对土耳其革命的评述即可以看出，土耳其革命和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已经是非西方社

会进行政治革命和现代化改革的榜样。这是土耳其的故事超出本国范围的版本。

三、土耳其世俗主义 /世俗化的全球维度

20 世纪前期土耳其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最重要特征是以西方为榜样实现世俗化 ( 政教分离) 。④ 其

中，作为从外部尤其是法国输入的一个原则 ( un principe importé dailleurs⑤) ，世俗主义 ( laiklik) 成

为影响土耳其的重要政治维度。如卡尔帕特所言: “现代国家———也就是民族主义，不管是土耳其还

是阿拉伯的民族主义———不可能永远同有组织的宗教行动相一致，特别是鉴于政治制度迟早需要从非

宗教方面来证明其行为的正确。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要使世俗主义成为其自身生存的一个条件。”⑥

世俗化一般被认为是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的一部分。⑦ 但与民族主义类似，世俗主义亦具有超越

土耳其本国的维度。一方面，世俗主义的很多思想资源是西方的⑧，并与本地思想和实践发生 “化合

作用”。另一方面，实践中，世俗主义是一个涉及更广泛穆斯林世界的实践，意义远超一国之范围。⑨

1. 世俗主义的西方来源

从词源的角度来说，现代土耳其语的世俗 /世俗主义皆来自法语。这本身就可以表明了这一原则

的外来属性。土耳其语中的世俗主义 laik 一词，来自法语 laque，而法文的来源是拉丁语 laicus，在

希腊语的教会术语中，λαηκó，指的就是 “普通人，俗人，人民的”，与之相对的是 “κληρικó”，

意思是宗教体制本身。laicus 在基督教术语中自古代时期就被用来指 “非神职人员，亦非宗教实践

者”，但他是受洗礼的人，甚至也可以在宗教共同体中发挥重要功能。因为在这个时代，没有一个人

是完全世俗的人。对这个职位或状态的抽象的表达在法语中用的术语是 lacat。土耳其语的世俗主义

laiklik 是在 laik 后加上 lik，表示状态或性质，是典型的土耳其文构词法。法文中的世俗主义 lacité 这

个词第一次出现是在 1877 年的词典中，而形容词形式使用得更早，如卢梭在 《社会契约论》中就说

到 habit laque，指的是一种非宗教性的服饰。在前述同一词典的 1873 年版本中，也有这个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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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柳克述: 《土耳其革命史》，上海: 商务印书馆，1934 年，第 146 页。
关于中国人对土耳其革命与改革的研究史，可参见董正华: “Chinese Views of Atatürk and Modern Turkey，” in Uluslararas Kon-

ferans: Atatürk Ve Modern Türkiye，Ankara: Ankara niversitesi Basmevi，1999，pp. 669－675。
程中行编译: 《土耳其革命史》，上海: 民智书局，1928 年，译者自序。
“青年土耳其人”追求的是在政治控制宗教的基础上，在公共领域清除或排斥伊斯兰的影响。这是一种被保护和强制的世俗

主义，一种与宽容和多样性相对的、令人不安的、积极的世俗主义 ( lacité active / lacité de combat) 。Yusuf Siyret Aktan，La Lacité en
Turquie: Piller de lidentité Ｒépublique，Paris: LHarmattan，2018，p. 11.

Yusuf Siyret Aktan，La Lacité en Turquie: Piller de lidentité Ｒépublique，Paris: LHarmattan，2018，pp. 13－15.
凯马尔·H. 卡尔帕特: 《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陈和丰等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第 21 页。
Yusuf Siyret Aktan，La Lacité en Turquie: Piller de lidentité Ｒépublique，Paris: LHarmattan，2018，p. 11.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伊斯兰社会和传统中就不存在世俗与宗教之间的张力，实际上，在传统穆斯林社会中，这种张力也表

现为理智 ( 或哲学) 与天启之间的矛盾。相关论述可参见乔纳森·莱昂斯: 《智慧宫———阿拉伯人如何改变了西方文明》，刘榜离等

译，北京: 新星出版社，2013 年，第 102－103、272－274 页。
尤其是考虑到伊斯兰教的跨国性，一国能否建立持久的世俗主义体制，可能也需要进一步探讨。



定义是“非教会、非宗教的”。①

静态地看，一般认为，土耳其的世俗化采纳了国家控制宗教的、反教权的法国模式。土耳其人对

此也有自觉。② 法国的世俗化模式有其共和制的因素，而共和制又有深刻的理性主义根源，也就是在

一个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原则的单一体制下，塑造平等的公民身份，而不管每个人的出身为

何。这样一种基于抽象公民身份的普遍法则，天然地排斥宗教、血统、部族等特殊主义的价值和属

性。在这个意义上说，土耳其的世俗化首先就是建立了源于西方的、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共和国。这

个共和国要求以抽象的现代公民来代替具体的穆斯林或非穆斯林，它要求宗教被排除出公共领域，成

为纯然的私德，甚至在私人领域中也不鼓励信教。世俗主义模式尽管存在地区性的、个体性的差异，

但它是一个普遍的世界近代历史趋势。与此同时，它的当代危机也具有相应的普遍性。③

历史地看，随着世俗的、近代欧洲主权国家的出现及其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和影响，源于欧洲的理

性主义的世俗政治模式成为一种普遍的形态，此即现代性的全球化。在这个意义上，土耳其的世俗化

当然是全球性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土耳其人不只是从临近的欧洲寻找榜样，东亚的日本也成为其效法

的对象。早在土耳其共和国的世俗化运动之前，穆斯林世界就已经出现了某种可以被称为 “文化世

俗化”的革新运动，但其影响仅局限于知识阶层。④ 青年土耳其人是推动土耳其世俗化的最重要力

量。许理和将青年土耳其人界定为 “一群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官僚和军官，他们在 1890 年代开始活跃

起来，并组织发动了 1908 年的宪政革命，他们的目标是，在一套实证主义的而且日益民族主义的理

想之基础上，使国家现代化并强大起来。”⑤

土耳其的现代国家建设，是在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基础上进行的。土耳其共和国早期的政治和文化

精英，承袭的也是奥斯曼帝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遗产。与中国的近代历史相似，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

大致上也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层面的扩展过程。进入文化这个层面时，也就意味着，一种修

修补补式的现代化已经无法满足某些青年精英的需求。
思想史的研究显示，青年土耳其人通过阅读、游学等方式如饥似渴地吸收欧洲的思潮，尤其是实

证主义、唯物主义、生物进化论等，这些来自欧洲的思潮的影响，使得土耳其的青年一代精英具备了

与传统的伊斯兰社会价值不一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越来越相信宗教是阻碍进步的，要

想实现自身社会的发展，就必须舍宗教而拥抱科学。只有根据科学的原则来改变奥斯曼的社会结构，

才能有希望。
青年土耳其人的信条可以被概括为科学主义。他们相信，人类历史就是科学与宗教不断斗争的过

程，而斗争的结果必然是科学的胜利。他们对宗教的认识与同代的大部分同胞是不一样的，所谓

“宗教是虚构的现象，是由其先知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创造的”。说到外来思想和学说，哈尼奥卢认

为，德国的“庸俗唯物主义”对青年土耳其人的影响极大， “它将唯物主义学说通俗化，把唯物主

义、科学主义和进化论的普通观念融合为一种简单的信仰，并坚持科学对社会的作用。”⑥ 吊诡的是，

这种思潮对德国思想界的影响不大，却几乎影响了一代土耳其精英。可以说，主张 “摒弃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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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Yusuf Siyret Aktan，La Lacité en Turquie: Piller de lidentité Ｒépublique，Paris: LHarmattan，2018，p. 22.
关于凯末尔对法国世俗主义模式的赞赏，参见 M. 爦ükrü Hanio lu，Atatürk: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Princeton: Princeton Uni-

versity Press，2011，p. 35。
在后世对世俗主义的反抗中，伊斯兰知识分子、行动者和政党，将自身描述为共和－世俗主义的受害者，从这个意义上发起

了对世俗主义的攻击，从而造成了土耳其世俗主义的危机，这还带有 某种后殖民反抗现代性的色彩。可参见查尔斯·赫施肯

( Charles Hirschkind) 对罗伊 ( Olivier Ｒoy，Secularism Confronts Isla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 ) 的批评: Charles
Hirschkind，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Vol. 42，No. 1，Feb. ，2010，pp. 145－147; Ne爧e Düzel，“Ayaklananlar Müslüman
Ateistler，”http: / /www. habervitrini. com / /gundem /ateist－musluman－olur－mu－722866，2018 年 11 月 14 日。

Serge A. Zenkovsky，Pan－Turkism and Islam in Ｒussi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p. 269.
Zürcher，Turkey: A Modern History，I. B. Tauris ＆ Co Ltd Publishers，1993，p. 4.
M. 爦ükrü Hanio lu，Atatürk: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pp. 49－50.



的德国“庸俗唯物主义”就是青年土耳其党人及凯末尔主义者推动土耳其世俗化的思想根源。
凯末尔党人的目标就是使土耳其进入世界先进文明民族的行列，所谓达到 “当代文明的高度”。

这个当代文明，对凯末尔党人来说，其标准是世界的，也就是欧洲的。也就是说，他们只认同一种文

明，而拒绝了格卡尔普式的文明与文化的划分。① 换句话说，凯末尔党人就是要坚决推行全盘西化。
凯末尔党人的这种主张和做法，被认为是某种“科学技术上的西方文明的延伸”。而他们在文明问题

上的决断，实际上是发展出一种新的全球视野 ( vision globalisante ) ，也就是不再认同于穆斯林世

界。②

从全球史角度讨论土耳其的世俗主义，强调其西方来源和普适性，并不意味着土耳其就是完全被

动接受的一方。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来说，最重要的世俗化影响是瑞士民法的采纳。这样一种外来的法

律观念和实践，对土耳其社会造成了深刻影响。但不能说很多问题是纯粹由外来文化输入引起的。更

合理的解释应该是，一些本土所具有的老问题，是在这样的一个新时代的情境和渠道下，获得了新形

式。比如，有学者注意到共和国早期 “私奔”现象的增多。在进行解释时，当然可以说是废除沙里

亚 ( sharia，伊斯兰教法) 的实践和引入新民法带来的，而且确实可以观察新的国家基层机构有意识

地去帮助老百姓对抗根深蒂固的传统，但不能否认人们尤其是年轻女性中长期存在对传统包办婚姻的

不满与反抗。新的外来世俗法律形态所带来的变化，是使当地人有了继续反抗传统的新工具和新框

架，在这种内外互动的意义上讨论世俗化的全球史意义可能更为重要。③

从全球视野看，土耳其的世俗主义不只是在精神根源上有一个外来的近代源头，而且它的世俗化

政策也并非孤立的创举。几乎与土耳其同时，在 1920 年之后的苏俄统治下的穆斯林地区，世俗化运

动蓬勃发展。“1920 年之后，世俗化成为政府的方案和意识形态的一种强制性和持久性的特征。尽管

偶尔会有让步，讲突厥语的儿童已经不能在学校里学习伊斯兰教，穆安津们 ( muezzin，清真寺里的

宣礼员) 再也不能通过宣礼塔告知人们礼拜的时间; 有些清真寺被关闭了; 学生们也不被鼓励去上

所剩无几的宗教学校。此外，1925—1927 年，阿拉伯字母被拉丁字母取代，1937—1939 年，又进一

步被西里尔字母取代，这就导致俄国那些讲突厥语的穆斯林在文化上被孤立于其他穆斯林世界之

外。”④ 在这样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下看，土耳其 1920 年代的世俗化变革当然不是孤立的，在关闭教团

和宗教学校、实行拉丁化等方面，凯末尔党人与苏维埃政府可谓遥相呼应。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土

耳其的世俗化改革为苏维埃政府的无神论政策提供了很多 “便利的模式”。⑤

2. 废除哈里发及其影响

探讨土耳其世俗化的世界性影响，首先需要重视其中对全世界穆斯林影响最大者，即 1924 年 3
月 3 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的废除哈里发之决议。⑥ 这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是其对穆斯林

世界的冲击，二是土耳其的世俗化与广大穆斯林世界的变革及思想上的联系。
对于凯末尔党人来说，哈里发问题首先是政权问题。⑦ 苏丹—哈里发体制的存在是凯末尔党人实

现其政治抱负的大障碍。他们先在建国前实现了苏丹与哈里发体制的分离，于 1922 年废除了苏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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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昝涛: 《土耳其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论齐亚·格卡尔普“托古改制”式的民族主义》，《西亚非洲》2008 年第 8 期。
Ｒobert Anciaux，“Islam，tat，Lacité: le cas de la Turquie dans sa perspective historique，” Civilisations，Vol. 48，No. 1 /2，

2001，p. 27.
Paul J. Magnarella: “The Ｒeception of Swiss Family Law in Turkey，”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Vol. 46，No. 2，Apr. ，1973，

pp. 100－116.
Serge A. Zenkovsky，Pan－Turkism and Islam in Ｒussi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pp. 269－270.
Serge A. Zenkovsky，Pan－Turkism and Islam in Ｒussi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p. 270.
Sina Ak爧in，Türkiye Tarihi: a da爧 Türkiye，1908－1980，Istanbul: Cem Yaynevi，2013，p. 136. 关于废除哈里发及驱逐奥斯

曼王室的相关决议之文本，参见 Cemal Güven，Anayasalar，Kanunlar ve TBMM Kararlar，1876－2016，Konya: E itim Yaynevi，2016，

pp. 136－137。
当然，在之后的政治话语中，它更多地被表述为一个与世俗主义有关的进步与落后的问题，从而遮蔽了其与政权有关的一面。



而暂时保留哈里发职位。当时，为了使苏丹与哈里发体制的分离合理化，凯末尔将政权与教权的关系

置于长时段的伊斯兰历史脉络中进行了梳理。他指出，塞尔柱时代就有强势苏丹与弱势哈里发并存的

局面。这暗示，1922 年时的情况与塞尔柱时代的情形相似，他以此来论证由大国民议会代表的主权

和世俗权力可以与没有世俗权威的哈里发体制并存。①

哈里发职位的存在，成为凯末尔党人巩固政权并推动进一步变革的障碍。② 凯末尔党人需要找到

机会和理由废除哈里发。境外哈里发运动的存在及其对土耳其政治的影响为凯末尔党人提供了弹药。
1923 年 10 月 8 日，一封落款时间是 1923 年 9 月 2 日的信被登在了土耳其的报纸上，这是在伦敦的伊

斯兰协会秘书赛义德·穆罕默德 ( Sait S. Muhammedi) 写给一位土耳其议员的，这封信主要是阐明捍

卫哈里发的必要性。1923 年 12 月 5 日，一封由印度和英国的穆斯林领导人共同签名的、写给伊斯麦

特帕夏 ( smet Pa爧a) 信也登在了伊斯坦布尔的报纸上，③ 这封信的主旨是希望土耳其宣布建立共和

之后能够赋予哈里发以法律地位。在伊斯兰世界，哈里发是宗教领袖，是穆斯林之间的精神纽带，捍

卫这一纽带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这些信在媒体上的出现，对凯末尔领导的共和党人来说，就是意

味着反对他们的运动正在形成和壮大。④ 他们谴责这两位穆斯林领袖干涉土耳其内政，并质疑他们讨

论逊尼派哈里发的资格，指责他们是英帝国主义的走狗。⑤ 之后，印度的乌理玛协会提议召开穆斯林

学者国际代表大会，商讨哈里发的未来，这些发展促使凯末尔党人考虑尽快废除哈里发。⑥

哈里发运动对哈里发存在之意义的认识非常清醒且深刻，在得知土耳其人决议要废除哈里发后，

印度穆斯林组织请求凯末尔当哈里发，但遭到断然拒绝。奥斯曼哈里发被废除后，其他地区的穆斯林

显贵为了争当穆斯林世界精神领袖展开了激烈竞争。⑦ 哈里发的废除当然会给广大穆斯林尤其是南亚

的哈里发运动以巨大的精神打击。这些都是土耳其的激进世俗化运动带来的全球性影响。
土耳其的世俗化改革，还激励了其他地区穆斯林精英在理论上的进一步思考。1925 年，阿里·

阿卜杜勒·拉齐克 ( ‘Ali‘Abd al－Ｒaziq) 在其所著的《伊斯兰教与统治诸原则》中指出，哈里发制

度并非沙里亚 ( 伊斯兰教法) 的要求，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拉齐克考察了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政

治状况。他断言，先知穆罕默德只具备将真理传给人们的先知的功能，而没有将沙里亚施加给人们的

使命。因此，是否把沙里亚作为国家的法律，是穆斯林的自由。拉齐克的这种主张激怒了传统派的乌

理玛阶层。因为，按照拉齐克分析的先知的功能，政教分离就有了正当化的依据。实际上，自此之

后，主张政教分离的穆斯林思想家们无一例外地都会致力于探讨先知时代的状况。拉齐克被剥夺了教

职，这意味着，在很多地方，政教分离作为思想基本上被否定了。现世的国家法律在土耳其和埃及，

即使有，也最终变成了西洋法，为了复兴哈里发制度和沙里亚，不久就出现了组织化的大众运动。⑧

哈里发被废除后，奥斯曼王族流亡国外。1933 年，日本邀请了奥斯曼王室的一个居住在叙利亚

的年轻成员 ( Abdül Kerim Efendi，1904—1935) ，他们的希望是能够在新疆的 “东突厥斯坦运动”成

功后，把这个人置于领导地位。在这个事情上，日本人的做法与他们在伪满洲国的所为如出一辙。这

个举动引发了土耳其人的注意。也就是说，日本人打伊斯兰牌的这种做法引发了土耳其人的警觉，尤

其是考虑到土耳其革命是在废黜了苏丹 ( 1922) 以及哈里发 ( 1924) 的基础上进行的民族主义与世

俗主义的变革，就不难理解土耳其人为何如此敏感。有证据表明，土耳其驻日本大使直接去外交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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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一个严肃但口头的警告。可能与此相关，1930 年代的土耳其报纸对日本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

从支持到反对的转变。① 这个插曲实际上也是土耳其革命与变革的全球史之一部分。

余 论

就像美国的诞生本就是一个国际进程一样，土耳其的民族主义、独立革命和世俗化改革也是如

此，多重内外互动的因素参与其中。无论是对土耳其，还是对土耳其之外的广大地区，这些多元的力

量发挥了各自不同的作用，成为土耳其与世界之间相互塑造的见证。今天，土耳其历史的书写，基本

上还是革命史的、民族主义的，或者说集中于向民族国家转型并追求现代化。土耳其和外国关系的研

究当然存在，但多为双边的外交史方面的研究，这还不能说是全球史的视野。
本文作为一个初步的尝试，还只能被视为一个研究大纲。限于篇幅等原因，还有很多相关维度并

未被纳入其中。比如，土耳其革命与改革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推动作用以及不同地区对其的消化与吸

收，这个过程并不限于当时或同时代，而是具有跨时空的特点。1981 年，联合国定当年为阿塔图尔

克年，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再者，全球史也强调比较研究的意义，尤其是将不同的对象置于同一个全

球性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在这方面笔者还未做尝试。
从全球史的视角重新看待 20 世纪前期“青年土耳其人”所领导的土耳其的革命与变革，使我们

对某些已经熟悉的内容获得了新知。从这些土耳其的案例可以看出，即使是最为民族主义的、与民族

国家关系最为密切的历史主题，同样也具有丰富多彩的 “全球性”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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